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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四運動中看知識分子
在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態度

五四精神中，提出知識分子的責
任與態度應該是自覺承擔……

第二組組長高興  荃灣官立中學  中五

1919 年，中國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回國內，
舉國譁然，隨後，5 月 4 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三千
多名大學生在天安門集合，舉行示威遊行，以「外爭
主權，內除國賊」為口號，抗議北洋政府在和會上的
懦弱行徑，並要求嚴懲賣國的官員；後來，運動更發
展為全國性的三罷（罷工、罷課、罷市），最終運動
成功迫使北洋政府妥協。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年來最重要的群眾性運動，它不僅
反映了當時反封建反帝制的徹底，彰顯了學生乃至民
眾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更刺激了社會各階層的覺醒，促進社會各方面的進步，
亦推動了新文化運動，深深地影響了往後國民的思想與文化。

五四運動的成果對於近代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
知識分子對於運動的成功功不可沒；然而，他們作為時代知識分子，又在扮演著
甚麼樣的角色 ?

五四運動的爆發其實早在日本侵華時埋下伏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借故對德國宣戰，用兵於山東；後來德軍投
降，日本拒不撤兵，埋下日後山東問題的種子。1915 年，袁世凱為稱帝，不顧國
民反對，私自簽訂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引起舉國憤然。再至 1918 年，時任
國務院總理的段祺瑞為借款，與日本以「欣然同意」四字簽訂《山東問題換文》，
這肯定了日本在山東的非法地位，令中國在未來難以收回山東之權益。

政府喪權辱國的行為令中國陷
入主權淪喪的危機當中，國人
出於愛國熱忱，堅決反對把山
東權益轉交給日本，決意與政
府抗議，直接導致了五四運動
的爆發。然而，除了山東問題，
我認為五四運動的爆發更多的
是源於國人的思想漸開。胡適、
陳獨秀等人在民國成立後展開
新文化運動，標榜「德先生」
「賽先生」，批判中國舊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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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上任後改革北大，除舊布新。作為一個啟蒙者，他以兼容並包的理念，推動
大學中思想自由發展，又推行學分制，促進文理兩科的融合，打破了學科的界線，
開創了北京大學學術自由的風氣，定期成為後來中國大學的楷模。

作為推動者，蔡元培在眾人的阻攔下接下北大校長一職，並致力改革北大，廢除
腐朽的教育制度，大力倡導近代民主科學的教育思想，又選用大批有先進思想和
博學多才的老師和專家，如魯迅、陳獨秀等等，為當代培養出數之不盡的有識之
士，並推動了文化與學術的自由。與其探究知識分子在時代中的定位，倒不如學
習知識分子的態度與責任。

五四精神中，提出知識分子的責任與態度應該是自覺承擔。自覺是指勇於認識自
身的不足，承認別人的優越，從而取長補短，得以進步。承擔是指知識分子作為
社會中文化水平較高的一部分人，要承擔起改革與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

縱使當時的社會民智未開，內外交迫，知識分子卻從未放棄過自己的國家，他們
或許不如政府領導者們雄韜偉略，或許不如保家衛國的將士們萬夫莫開，可是他
們有的，是一顆赤子之心，他們大可以舉家搬遷至外國，安身立命，可他們選擇
留下，因為他們不忍看見自己的國家為外夷所欺壓，不忍看見自己的國家自甘墮
落，他們勇敢地直面國家的舛謬，對症下藥，推動改革。當仁不讓，這便是知識
分子的態度。

「我堪能坦白的直陳一切，因為我心目中的祖國，內省而不疚，無愧於人。我堪 
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惱紛擾，因為我未嘗放棄我的希望，中國乃偉大過於她的微渺 
的國家，無需他們的粉飾，她將調整她自己，一如過去歷史上所昭示吾人者也。」

──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化，又鼓勵國人獨立思考，敢於挑戰現存的體制和權威，不少青年學生乃至民眾
受到洗滌，不再束縛於專制統治的淫威之下，敢於在政府倒行逆施時勇於發聲反
抗。而五四運動，真正就是知識分子對於新思想推動的成果。

啟蒙者與推動者
先談談何謂啟蒙者。此處的啟蒙並非提出高尚
的價值觀或是精神，而是開發當時國人的落後
昏昧的思想，帶領他們嘗試接受西方的思想，
並敢於反抗迂腐的舊有理念。西方勢力的入侵
打開中國緊閉的大門，隨著戰爭不斷的落敗，
清政府以割讓主權苟延殘喘，西方的思想透過
生活、貿易、甚至宗教逐漸滲透進中國民眾的
思想之中，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民主的西方
思想縱使貼合當時人民的需要，然而，對於入
侵者的思想與文化，民眾難免會產生抵觸，更
遑論主動學習效仿。但無可否認的是，西方的
思想文化，科學知識乃至軍事實力各方面確實
先進於當時的中國許多，倘若能取西方文化之
精魄，去中華文化之糟粕，以謀進步，那是極
好的。不少知識分子意識到這一點，提出「中
體西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打破僵
局，尋找出路，這便是啟蒙之謂。

再談何謂推動者。中國數千年來被封建專制的
皇權而統治，國人乃至政府都有著其保守性。
在當時，要令政府與人民學習入侵者的思想文
化，加於自己的制度與生活之中， 必然會遭千夫所指。知識分子明白改革的好處，
可是改革必須力排眾議，絕非易事，知識分子憑著一次又一次的嘗試和努力，去
衝擊迂腐的制度，去打開落後的民智。

在五四運動中，知識分子正正扮演著這兩個角色。

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為例，蔡元培先生在 1917 年受黎元洪之邀出任北京大學校
長。當時的北大不僅管理層腐敗，更缺乏教育和發展經費，北大校長一職是眾人
眼中的「三煞」位置，但是蔡元培先生依然雖千萬人吾往矣，應邀出席。蔡元培




